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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炎帝神话产生于上古时期，贯穿于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是经文献典籍和口耳相传保存下来

相对完整的神圣叙事。炎帝身份认知体系经历从多元论述转向一体化论述的过程，最终形成多元一体

的叙事体系。这种多元一体叙事体系在全国各地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湖南炎陵县炎帝陵祭祀便是这种

神话在地化的生动体现。历代碑刻、地方志等民间文献的交互参证表明，湖南炎陵县炎帝陵祭祀在宋代、

明清、民国、当代四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在地化现象。21 世纪初，湖南炎陵县炎帝陵祭祀进入国家级

非遗代表作名录之后，呈现出仪典化、政治化的面貌，其地方话语的历史重构过程也得以展现。对炎

帝神话多元一体建构与在地化仪式重构的梳理，有利于丰富炎帝神话历史文化内涵，增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彰显中国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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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faceted Integration and Localization Ritual Reconstruction of Yan Emperor 
Mythology: Centering on the Yan Emperor Mausoleum in Yanling County,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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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Yan Emperor Mythology originated in antiquity and runs through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is a relatively complete sacred narrative preserved by literature classics and word of mouth. Yan 
Emperor identity cognition system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from pluralistic discourse to integrated discourse, and 
finally formed a pluralistic and integrated narrative system. This system manifests differently across the nation, 
and the rituals at the Yan Emperor Mausoleum in Yanling County, Hunan, vividly exemplify such localized 
embodiment of the myth. Through interactions with historical steles, local chronicles, and other folk documents, 
distinct localization phenomena in the rituals at the Yan Emperor Mausoleum can be observed across the Song, 
Ming, Qing, Republic of China, and contemporary perio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after the inclusion 
of these rituals in the national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they have taken on a ceremonial and politic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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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showcasing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of local discourses. By analy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faceted integr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localized rituals in the Yan Emperor mythology, this study 
aims to enrich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mythology, reinforce the sense of a unified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trengthen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highlight cultural confidence.
Keywords：Yan Emperor mythology; multifaceted integration; localization; ritual reconstruction; Yan Emperor 
Mausoleum

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中华民族

人文精神的象征。炎帝神话以独特的文化基因，

凝聚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民族记忆。从 20 世

纪的徐旭生、袁珂等众多先辈学者的相关研究到

目前的中国神话学研究，炎帝神话始终是中国神

话学研究者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由于神话

与古史的复杂关系，炎帝神话同样也是历史学家

和考古学家关注的对象。目前学界对炎帝神话的

研究呈现出视角日益开阔、方法愈加多元的“百

花齐放”之态。吉成名从经济建设、文化传承、

文化精神等多方面对炎帝文化进行了阐述 [1-2]；刘

玉堂则从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与民间传说互相参

证中，分析炎帝在农业种植业、医药、原始天文

学等多方面的贡献，并提出神农炎帝乃是远古人

们心目中与民共甘共苦的帝王象征形象 [3]；高强

则强调了炎帝在中国历史上充分发挥的民族认同

感、文化凝聚力核心作用 [4-5]。以上研究侧重于从

民族精神、文化传承等方面对炎帝文化进行考察，

只注重某一个时期或某一个方面的炎帝民族精神

与传承的研究，对于炎帝的整体研究明显不足。

本文拟采用多学科融合的方法，综合神话学、民

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视角，对炎帝神话进行

全面审视；通过田野调查、文献研究和理论分析，

揭示炎帝神话在文化传承和民族认同构建过程中

的多重价值；通过对湖南炎帝陵景区的深入分析，

探讨炎帝神话在现代社会中的重构与传承，以及

其在塑造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关键作用。

一、炎帝神话的多元一体建构

炎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其文化意蕴的传承

基于千百年来不同文化空间下人民的创造与建构。

炎帝在文献典籍中拥有“火神”“农神”“始祖神”

等多重神格，其神格起源于远古农耕文明，是中

华民族人文精神与民族精神的重要传统。自秦汉

开始，在“大一统”观念、“五德始终说”、“新

五德理论”等历史建构过程中，各王朝统治者及

各族政权对炎帝神话传统不断“攀附”，炎帝历

史正统地位得到确认，炎帝神话由多元论述向一

体化论述发展，“炎帝始祖”的帝王谱系由此建构，

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人文传统得以赓续。

（一）多元交融的起源建构

“火神”是炎帝最初的神格名称，本身就能

让人联想到火神这一概念。根据《说文·炎部》

中的解释：“炎，火光上也，从重火。”[6]“炎”

代表着火焰的光芒向上延伸，其构成元素为两个

叠在一起的火焰符号。“炎”字的由来可以追溯

到商代甲骨文，其古字形由上下两个“火”组成。

实际上，“炎”字的确与猛烈的火焰有着密切的

关系。原始社会初期，先民对火的了解相当有限；

在随后的社会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火的重要

性，于是就推选出专门看护火种的人，这似乎就

是炎帝火师形象的雏形。关于炎帝“火师”的称

谓较早见于《左传·哀公九年》，其中提及：“炎

帝为火师”[7]。“火神”这一形象特征是在和“五

行”理论的交互作用下逐步构建起来的。《孔子

家语·五帝》记载道：“故其为明王者，而死配

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

皞配金，颛顼配水。”[8]《潜夫论·五德志》提到：

“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

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其德火纪，故为火

师而火名。”[9] 上述引文提到的“炎帝配火”及“以

火纪德”都是受到“五行”思想影响的表现。《淮

南子·时则训》同样把炎帝称为赤帝。高诱解释，

其代表着南方的火元素。由此可见，炎帝的火神

形象，受“五行”理念的深刻影响，并在早期各

种文献里有着丰富的描述。从上述研究资料可看

出，炎帝火神的主要特征与方位“南方”、方色

“赤”、五德“火德”和“火属性”等元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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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元素构成了炎帝作为火神的基本人文意义，

而其从最初的“火师”身份转变成为“火德”特

质的过程则更多是受到统治者影响的结果。之后，

炎帝被尊奉为南方天帝，其地位逐步上升至一种

代表着民族精神的存在。所以，炎帝作为“火神”

形象的生成过程是公众和社会记忆共同作用的结

果，其影响体现在后续的众多文献之中，并影响

了现代人对于炎帝的理解和讲述。

炎帝“农神”神格形成的文化根源在农耕文明，

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炎帝的农业成就源自神

农，并且在早期文献中“炎帝”与“神农”各自

的叙事内容糅合在一起，也为后世塑造炎帝的整

体形象提供了文献基础。神农主要身份是“神”，

属于多神宗教神谱中的一员，其作为农业保护神

保佑风调雨顺，为农业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对于古代和现代的研究者来说，《周易·系辞传》

是他们经常参考的一部著作，其详细地描述了神

农作为农业创始人的形象及其属性。其中写道：“包

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

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制器致丰，以益万物。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10] 这段话展示了神农

发明农具的过程，同时也揭示了他推动商业发展

的重要性，这也是后人尊崇他的主要依据之一。

神农“作陶冶斤釜”[11]“作琴”[12]278，也成了后世

此类神话的本源。这些记载描述了神农教导人们

如何种植五谷、发明和制作农用工具及陶器、品

尝各种植物以识别其药效等，全面展示了他在中

国农业方面的巨大影响。尽管不同历史记载对此

事的描述大致相似，但在具体细节上的表述却不

尽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的记录被添加到

新的史料之中，成了塑造炎帝神农这一形象更为

丰富的元素。仔细研究相关资料，我们发现，早

期关于炎帝农神身份的描绘并不总是直接与其“炎

帝”之名挂钩，而是更倾向于将其与神农这个名

字关联起来。《世本》成为炎帝与神农二者合并

的源头文献，推动了炎帝农神属性的出现。《氏

姓篇》记载：“姜姓，炎帝神农氏后”[12]140；“姜

氏，炎帝生于姜水因氏焉”[12]140。根据神农作为农

业之神和刘歆“新五德始终论”中的五帝系统划

分，之后的历史记录普遍认为炎帝和神农是同一

个个体，《汉书·律历志下》《帝王世纪》《路

史》皆言“炎帝神农氏”。显然，炎帝“农神”

之称延续自炎帝，二者合并在一起，这才有了“炎

帝神农氏”之说。在复杂而曲折的构建过程中，

炎帝获得了农神的身份。因此，尽管早期文献中

许多农神的事迹无法确定其与炎帝是否存在直接

联系，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事件可以被看作是

炎帝农神身份的体现。

炎帝既是保存火种的火神，也是开启农业文

化的英雄。正是因为其史无前例的发明创造，炎

帝才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中华血

脉可追寻的原点。《山海经》已将炎帝列为始祖，

虽只零星列举了炎帝神名，但其对炎帝的世系进

行了较为完备的排列。《海内经》云：“炎帝之妻，

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

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

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

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13] 这种排列方式，

使得北部的少数群体能够借助名称来构建对先人

的集体记忆与情感认同。原本分属于不同的族群，

因共同的历史渊源而在某些文本记录里建立起具

有亲属关系的联结，但实际上这两大族群有着截

然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和社会功能定位。如《国

语·晋语四》云：“昔少典娶于有峤氏，生黄帝、

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

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

德之故也。”[14]237 这表明在部分文献记载中，炎

帝与黄帝存在兄弟关系并逐渐发生了血缘上的融

合，这也导致了其在后世宗族谱系上的统一。尽管

有些学者认为炎黄二帝并没有真正上的血缘联系，

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炎黄之间的密切联系，否认其

存在“共祖”的历史根源。《国语·周语下》载：“夫

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14]70-71 其认为，

共工、鲧、禹和四岳都是炎黄子孙，他们的家族

分别来自杞和鄫这两个夏朝的分支；申、吕、齐、

许则属于姜姓。这就进一步证明，炎帝在周代已

经开始担任整合当时各个群体关系的首领。后来，

炎帝也成了各民族共同尊奉的始祖。此外，《世

本》也追溯到远古时期的帝王与诸侯们的血统来

源，并对炎帝的传承进行了总结。根据《氏姓篇》

记载，姜姓源于炎帝神农氏之后，包括许、州、向、

申、逢、吕、齐、纪、莱、薄、焦、戏、露、怡、

厉，以及列氏、山氏、神氏、农氏等等这些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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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由神农氏流传下来的 [12]140-149。《系辞》清楚

地把神农放在黄帝的前面，详细描述了他的事迹，

并对炎帝和黄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精确的排序，

将黄帝、尧、舜时代视为继“神农氏”之后的另

一个时期，强调了他们在世系分布中的显著差异。

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观点，也被后人当作一种确定

性的结论。此后，《吕氏春秋·荡兵》《史记·五

帝本纪》等古代典籍中都有有关炎黄之战的论述。

可以看出，最迟在春秋战国时期，炎帝与黄帝就

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而名留史册。炎帝神话由

许多分散存在的神格组成，在其动态的建构过程

中，各神格之间汇集交融，形成了各文明互鉴而

又各具个性的炎帝神话多元统一体。

（二）多元一体的历史化正统建构

“统一思想”和“一体化”这两种概念植根于

中国历史之中，其中“一体化”这一理念尤其明

显且具有影响力——它强调的是一种由多元源头

而形成的体系化概念所衍生出的文化传统和社会

秩序的重要性。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的人类社会

都是从同一个起点的不同分支发展而来（即所谓

的“人类同出”），而这个起点就是我们现在称

之为中华民族或中华文明起源之地（即黄河流域），

这是古代中国的核心信仰并传承至今。如《史记·三

代世表》：“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15]505

虽然在《史记》的历史描述中，黄帝的影响力超

过了炎帝，但是炎帝仍然是古代历史的重要角色，

他的光芒并不被黄帝所掩盖。在《史记·封禅书》中，

有“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

帝”[15]2149 之说。战国时期诸侯国对炎黄神明进行

的共同祭祀活动，表明炎黄之间的关系相当接近。

民众和统治者共同确保了炎帝主导地位的变化空

间。如贾谊在《新书·益壤》中“故黄帝者，炎

帝之兄也”[16] 所描述的内容表明，当时黄帝被视

为炎帝的兄长，其地位高于炎帝。实际上，历史

上并不是所有少数民族政治族群都认可黄帝为其

始祖。《史记》的历史叙事，提供了一个追根寻

源的基础架构，让后来各时期王朝政权的统治者

们在维护其权威性的过程中，乐于使用这个基础

架构来确保他们的正统地位。总而言之，“大一统”

理念构建了一种围绕黄帝为中心的群体认同结构，

同时把炎帝描绘成了黄帝的反面角色。所以，在

比较先秦时代关于炎帝神话时，这一时代炎帝的

地位相对较低。然而，历史回忆和集体认同并非

完全受控于皇帝和史官手中，隐藏在炎帝形象里

的积极元素并没有彻底消散，这些元素在后续各

种影响的作用下被激发出来，从而提高了炎帝的

地位，并最终导致炎帝和黄帝之间的关系从一开

始的差异竞争关系转变成了亲兄弟同宗的关系。

其次，西汉时期“五德始终说”的运用与演变，

使得炎帝神话一体化叙事体系发生变化。“五德

始终说”在西汉时期被广泛应用并发展，从而使

得炎帝神话的主导地位得以确定。这种理论起源

于战国时代的齐人学者邹衍，他使用“阴阳五行”

学说阐述王朝兴衰及历史变化的过程。《史记·历

书》云：“汉兴，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

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

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

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15]1260 尽管西楚霸王项

羽曾以土为本命帝号并推断其应属木行五常之一，

但最终还是由沛公（即后来称皇帝的高祖）取代

了他的地位成为新的天子——这意味着他被视为

自夏商周三朝之后最后一位水位君主的象征者和

属水的皇帝。在发动对秦朝的战争之前，刘邦通

过宣扬自己是“赤帝之子杀死白蛇”来获取支持。

当他开始对抗秦朝之后，仍然持续使用这个称号

来提升自己的形象。他在沛县设立了祭祀轩辕皇

帝和蚩尤神的地方，并且用红色染料涂抹战鼓、

军旗等标志物，如“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

衅鼓旗，帜皆赤”[15]350。刘邦对炎帝的认可成为炎

帝身份转变的关键，其为炎帝神话一体化表述的

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不过，炎帝的正统地位在

这时虽有变化的预兆，但却仍不及黄帝。

西汉末年是炎帝神话历史正统化建构的转折

时期，由刘向首倡、刘歆进一步完善的“新五德

理论”使炎帝神农和黄帝轩辕氏的地位并列起来。

顾颉刚在《五德始终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中提出，

刘歆通过五德相生理论使得《世经》帝德谱同时

符合“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的要求，从而

为新莽代汉提供了天道运行的合法性 [17]。具体而

言，他们重构了黄帝、夏禹、商汤、周、秦、汉

六朝的演变历史。如此，历史上的帝系起源就由

以黄帝为代表的土德起源，转变为以伏羲的木德

为始祖，其演变历史被描述为以太昊庖牺氏、炎

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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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等为代表的历史轮回。虽然早期的“五德终始

说”仍以黄帝为首，但随着汉代德运的调整，“五

德终始说”理论被不断修订。如此，通过系统化

的“五德”故事，炎帝的地位得以提升，并在与

神农的联动中，成功地塑造了其正面形象。刘歆

的“新五德理论”本来是为王莽篡汉服务的，但

后来刘秀建立东汉、恢复汉室时，也再次利用了

“赤帝子”的传说，宣称汉朝象征火德。此一时期，

炎帝凭借东汉的火德和神农氏的名号，正统地位

日益提升，成为超越黄帝的上古帝王。班固《汉

书》接纳刘歆的说法，从史书的视角奠定了炎帝

的正统地位，其“炎帝神农氏，上上圣人”[18] 之

说进一步从官方意识形态角度默认了“神农即炎

帝”的说法。此后，东汉史学家袁康《越绝书》、

汉代王符《潜夫论·五德志》、经学权威郑玄《六

艺论》也不再区分“炎帝”与“神农氏”。“炎

帝神农（氏）”自东汉开始，就被专名化而推到

上古帝王的崇高地位。总而言之，“五德始终说”

在秦汉时代增强了炎帝的主导地位，成为推动炎

帝神话历史合法性和一体化的关键。

有许多民族和文化在这个历史阶段出现并繁

荣发展，它们都广泛认同自己的起源与中华文明

有着密切的关系。《宋书·礼志》记载的魏明帝

诏曰：“虽炎、黄、少昊、颛顼、高辛、唐、虞、

夏后，世系相袭，同气共祖。”[19] 这一说法显然

继承了西汉时期的说法。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群

雄争霸、分裂动荡的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

剧了各国统治者对炎黄的崇拜与认同，因为打炎

黄的旗帜更利于获取民众的认同。这时，炎帝、

黄帝、颛顼在内的诸位帝王自成一体。宋、齐、梁、

陈延续了炎黄以降的华夏正统，共建了以中原文

明为象征的华夏文明。据《南齐书·百官志》记载：

“建官设职，兴自炎、昊，方乎隆周之册，表乎

盛汉之书。”[20] 其认为“建官设职”的做法起源

于炎帝与黄帝时期，特别强调了炎帝和黄帝的贡

献。当时，许多游牧部落的统治者也都积极接受

中华文明的影响，对炎帝和黄帝的崇拜成了推动

各民族融合的重要力量。《周书》记载，“太祖

文皇帝”宇文泰家族起源于远古时期的火德之君、

农业始创者之一的炎帝一支，其后来被黄帝击败

并驱逐。其身为鲜卑人，却自称炎黄后裔，由此

可见炎帝文化在当时的影响。炎帝神话从先秦时

期跟随时代的节奏不断层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其已显然开始下移到民间，并从身份的多元化定

格为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始祖。

从先秦“诸子百家”到秦汉“大一统”“五德

始终说”，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可以看到，

炎帝从多元融合的形象逐渐被官方史书建构为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象征符号，炎帝的正统地

位得以确立，其为后世炎帝民族始祖的身份奠定

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三）现代民族 - 国家语境下的认同建构

近代中国的转型由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推动：

一是基于“民族主义”实现的国家融合路径；一

是通过“华夏血统”作为核心元素推进的文明融

合路径。20 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民族观

念与“种族”观念相混合，清末知识分子在此基

础上又创造出“汉种”“黄种”“中国民族（种

族）”等族称。中国人以复兴民族、唤醒国魂为

主旨，不断对过去的历史进行重组、选择、诠释、

虚构，以溯中华民族之源。早在 1902 年的《中国

史绪论》一书中，梁启超就率先提出了“汉种”

概念，认为现在遍布中国各地的被称为“文明之胃”

的人们，是黄帝的后代 [21]。其运用“中华民族”

一词将源头追溯至黄帝，并以“炎黄一派”相认

同。之后，黄节、蒋智由开始探讨中国种名与国民；

康有为、章太炎也对国族主体性进行了讨论。中

国国族是由血统、祖源、同胞等概念自然生成的“大

家庭”，而其中最重要的力量乃是“血统”。中

国人皮肤黄色的原因，根源于“黄色”血统。当

时，以黄帝为核心的血统观念，有凝聚国族、排

斥异己之效用。中华民国冠以“中华”之名，在

民族统一的号召下，与汉、满、蒙、藏族相结合

形成“五族共和”的观念。辛亥革命后，关于中

国民族整体性的言论出现于各大报纸丛刊中，“炎

黄子孙”“神农世胃”“轩辕世胃”“黄育民族”

等词语被广泛引用，炎黄已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

象征符号。虽然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个阶段中“黄

帝子孙”等形式的“自称”，其含义和现代观念

有很大出入，但它却成了那时大众所广泛认同的

民族标识。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对各种民族主义概

念进行整合，将中国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称之为

中华民族，将本来是汉民族的祖先炎黄建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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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各民族的始祖。炎黄通过近代人们建构的血

统神话，被提升为民族的象征符号，从古代的“皇

统”向“国统”转移。抗战时期是诸多概念范畴

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了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成为团结民族的口号，

其摒弃了狭隘的种族概念，融合了对中华境内全

体民族的称谓。国共两党都自称为“炎黄子孙”，

奉炎黄二帝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共同祭拜黄帝陵

成为两党合作的桥梁和纽带。之后，毛泽东和彭

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

“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

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

国。”[22]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何时，炎帝作为一

种民族文化认同架构的符号，对于中华民族的团

结统一具有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思想和文化指导方

针与此前有所差异。无论是炎帝或黄帝，或是“炎

黄子孙”这个称号，在新中国初始阶段都是较为

低调的存在，有关炎帝的祭拜活动也被暂停了。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情况才得以改

观。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架构的象征符号，“炎黄

子孙”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化体系中主要族群代表

词之一，政府在运用“炎黄子孙”这个概念的时候，

往往会把它跟海外华人事务联系起来，并上升至

民族国家认同层面，“中华人民”与“炎黄子孙”

涵盖着全球华人与所有中华民族族群。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炎黄共祖”观念中，“中华民族”

与“炎黄子孙”相融合，体现出主流意识形态向

传统“中华思想”回归的趋势，“中华民族”与“炎

黄子孙”相融合。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与“炎

黄子孙”认同符号的形成及社会化传播，对于近

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的认同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炎帝神话的共识范围日益

扩大，其含义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从一定程度上说，

这一过程也是传统研究的自觉深化过程，我们可

以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等时代音符中听到历史认同的回声。

炎帝神话虽然经过了长时间的口耳相传，但无

可置疑的是，典籍记录对于其传承和延续起到了

关键性的作用，典籍记录成功地保留几千年以来

的历史记忆，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炎帝神话是如

何在历史典籍中不断层累，从而形成炎帝神话的

一体化叙事进程的。炎帝神话最初只是只言片语

的传说，但经过历史与时代的不断回忆重构，其

形成了“一体化”历史叙事，以历史记忆的方式

获得国家与族群的认同，炎帝也逐渐成了中华民

族的始祖。

二、炎帝神话的在地化仪式重构

炎帝神话对中华民族发展历程起着关键性作

用，这种作用在全国各地表现出不同特征。湖南

炎陵县炎帝陵祭祀在宋元、明清、民国、当代四

个时期的在地化现象，可以让我们更深刻理解炎

帝神话多元一体建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演

变历史，进而把握炎帝神话多元一体建构的内涵

与外延意义。湖南炎陵县作为炎帝神话在地化的

代表性地区，我们能够从其在地化仪式重构中看

到普遍的多元一体建构在地方上的实践。中华文

明有着悠久的奉祀传统，对炎帝神农氏的祭祀是

中华民族传统祭祀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

的炎帝祭祀主要有先农祭、五方帝配祭、三皇祭

以及陵庙祭等多种形式，炎帝祭祀经历了五帝时

期、夏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以及整个帝制时代。

宋朝皇帝尤其重视对炎帝的祭祀，其首先开创了

炎陵县炎帝陵祭。炎帝神话在地化仪式的重构，

不仅有效延续了当地的炎帝记忆，而且对加强中

华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保障中华文明连续性和中

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

（一）宋代国朝祀典的在地化

宋朝皇帝尤其重视对炎帝的祭祀，首创了炎陵

县炎帝陵祭。之后，历朝历代在此基础上都有对

这一祭祀的重构与创造。炎陵官方祭祀炎帝可追

溯至宋朝，我们仅能通过史书和明清碑刻、地方

志寻找祭仪的蛛丝马迹。根据记载，宋太祖赵匡

胤分别于建隆二年（961）、乾德元年（963）和

乾德四年（966）三次下诏祭祀古帝王，但直到乾

德五年才开建湖南炎陵县炎帝陵；创庙之后，举

行了官方御祭。每次在衡州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

会有一位钦差大臣负责携带香帛前往陵墓处。当

地的长官需要提供最高级别的祭品——太牢，在

每年春季和秋季分别进行祭拜。除了按照规定的

时间去祭祀以外，宋朝的人们也非常注重炎帝陵

庙的维护和修缮工作，严格禁止砍伐、破坏行为。

据《宋史》所述，各朝皇帝都有固定的献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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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被编入法令中实施执行。依据《祠令》的规定，

前几任皇帝的祭祀周期是每三年一次，时间选择

在农历二月的某个时间段，使用的祭品是太牢，

主持祭祀的人员由所在地区的行政官员担任；如

果他们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参加的话，就让其他人

员代替完成任务。此外，政府还会专门制作一些

祭祀用物品，然后送到各个陵庙里。关于炎帝陵

祭奠活动最早的史志碑文见于同治版《酃县志》

的《宋太祖命制庙碑》（今不存），其中提到，

太祖曾下令要求李昉、卢多逊、王佑、扈蒙等人

共同撰写有关历代皇帝的历史文献，并且派遣翰

林院的侍卫孙崇等人到各个庙宇把这些内容刻在

碑刻上。炎帝陵是在宋太祖时期被发现后建立起

来的，具体时间为乾德五年。为了纪念这个事件，

宋太祖又派出比部员外郎丁顾言来到潭州向炎帝

陵表示敬意。此碑是乾德五年祭炎仪式之后留下

的碑刻，正文部分记载了有关宋太祖赵匡胤在炎

陵县遣官祭祀的具体过程，其成为解决炎陵县炎

帝陵祭祀在地化问题的关键。其记载在其他县志

和史志碑文中都可以得到佐证。笔者认真查看了

《宋会要·礼篇》，其中确实有炎帝陵寝在衡州

的记载。根据其记载，当时朝廷对历代帝王的祠

庙进行祭享，国家正祀中便可见炎帝庙宇（衡州）。

其时，炎陵县已由长沙府管辖改为衡州府管辖。《宋

太祖命制庙碑》碑文，是后世记录炎陵县炎帝陵

庙祭祀的权威文献，历代重修碑刻、官方史书志

书莫不受其影响，炎帝神话与仪式在地化逐渐清

晰也是从这一碑文开始的。

不言而喻，炎帝祭祀在宋朝已经进入炎陵县并

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笔者曾经深入炎陵县进行

田野调查，考察民间的庙宇碑刻，试图找到官方

的祭祀对当地民众信仰的影响。明代万历四十八

年（1620）的《重修炎陵庙碑》碑位于湖南省株

洲市炎陵县境内，此碑载曰：“宋太祖登极，遍

访古陵，求之弗得。忽梦一神人戴笠、持两火，

诉血食之不具者久……梦中之人，盖即峤梁所遇

之老人，老人盖其帝之灵乎？爰命立庙陵前，肖

像而祀，无论春秋，有司匪解。”[23]89 其虽然是为

赵匡胤的某种政治目的服务，但也是当地进行神

圣仪式及空间建构的需要。文献记述了建庙及具

体过程，成为解决在地化问题的关键。此事在道

光十七年立于奉圣寺中的《重修炎帝陵庙文碑》《路

史》等古史碑文中也能得到佐证。宋朝的官方御祭，

扎实推进了炎帝神话与仪式记忆的重构，而湖南

炎陵县炎帝陵庙祭祀则表征了一个国家性的神明

祭祀在地化的过程。

（二）明清时期祭祀碑文与地方修志的互证

明清时期也是炎陵县炎帝陵祭的鼎盛时期，

祭祀专门定有祭祀制度和祀典规格，御祭的内容、

程式以及规模都呈现出体系化的特征。御祭是在

国家在场的话语空间里，通过把国家建构成为一

种绝对性权力架构的存在，来使国家权力得到认

同，向下层民众传达皇帝、朝廷和各级官员对于

炎帝祭祀的重视；同时，这些仪式背后也隐喻着

国家对炎帝祭祀的重构、创造与利用，其兼具“国

家的在场”与“民众的在场”之意义。每当举行

御祭时，都会有严谨的程序。起初，是由礼部制

定出参与祭祀的人员清单，其中包括“四品以上

堂官职名”。如果有人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参加祭

祀活动，那么他们需要向相关部门申请并获得批

准后，才能从副都统和总兵中挑选人员代替其前

往现场祭祀，并在完成仪式之后把情况上报给有

关部门。参与祭祀的官员名单确定后，再由钦天

监择日，太常寺准备香帛，地方官准备祭品，等等，

这些都成为一种定制。其次，每次国家祭祀都有

丰厚的祭器和祭品。祭器主要有爵三、俎三、登

一、铏二、簠二、簋二、笾十、豆十、篚一、尊七。

祭品主要有牛一、羊一、豕一，以上用俎三；太羹、

和羹；黍、稷；烛二品等。这是对祭拜对象最虔

诚的礼敬。祭拜炎帝是希望其能“祈佑我国家，

永底升平”，因此祭祀中的祭品相当丰富。再次，

祭典中还有焚香和奏乐程序。御祭的乐章颇具代

表性，其分为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彻馔、

辞神几个步骤，这也增添了祭祀的神秘氛围。中

央朝廷除了在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会派专官进行

致祭外，还规定地方官员每年春秋致祭。通过对

上述史料的分析，可以在祭祀的官员派遣、仪式

程序、献祭的食品和乐舞等多方面看出炎帝陵祭

祀的严格性和隆重性；其中各项礼节、祀仪及程

序都要经过皇帝亲阅并同意方可执行。宋朝的御

祭规定，三年举办一次大祀。明代在宋代的基础

上规定每次御祭完，都刻一碑，记载祭祀的时间、

牲帛的数量和种类等；之后，御祭官将碑文拓片

带回，向皇上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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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炎陵县炎帝庙民间祭祀的文献记载，

其最早出现在明代，这一时期的民间祭祀以祈求

祭祀为主，仪式上较为简单，目的上也较为单纯。

当地民众干旱时虔诚求雨、秋收时祈求农作物丰

收。民众遇灾求雨的事在万历四十八年的《重修

炎帝庙碑》有详细记载：老百姓每当遇到干旱、

疾病等灾害，通过祭祀都会立刻得到应答。这是

因为，帝王深爱黔黎（老百姓），能够帮助他们

抵御灾难并保护他们，民众甚至在举行祭祀活动

时也不会感到疲惫 [23]89。炎帝在湘东民间被老百姓

当作告祭的对象来供奉祭祀，“酃乡人凡遇旱潦

疠疾，多于陵庙祈福，有议其亵渎者。不知圣人

德赞化育，福眷生民，于祈祷何嫌？”[23]108 到了

乾隆时期，炎陵地区的居民更是频繁地向炎帝祈

求降雨来避免灾难的发生，这从保存下来的乾隆

十七年的《重修炎陵奉圣寺序碑》中可以看出。

该文记录道：“且帝葬于斯，种谷尝药之精爽即

凭于斯。以故邑之人民，水旱疾疫必祷，祷必

应。”[23]92 因此，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无论是遭遇

洪涝干旱还是流行疾病都会去拜祭，并且每次都

得到了回应。从碑文中可以看出，老百姓向炎帝

神农祷告必灵验，神灵的现实关照使民众更加相

信祭祀炎帝能福佑自身，这也使得炎帝仪式历久

弥新。

（三）民国时期官方与民间的话语姿态

抗战时期，炎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是中华民

族建构认同的关键人物，而祭祀炎帝也更具凝聚

国家力量、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将抗战时期的

炎陵祭祀放在民国社会的大背景之下考察，不难

发现，它是应时应运而生，体现出炎陵祭祀与社

会现实之间一以贯之的时代特征。当时薛岳祭祀

炎陵，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群体自求觉醒的历史必

然选择。根据湖南《大公报》的报道《湘各界公

祭炎陵志盛》，当时湖南省各党政军各机关都相

聚于炎陵县参加民族扫墓节公祭。报道详细记载

了祭堂的布置，如庙前需悬挂省府公祭炎陵典礼

的横布标志，塑像前设大祭案三围 [24]。公祭人员

更是队伍庞大，上到省府机关领导，下到老百姓，

都前来参加炎陵祭祀仪式。在主祭报告中，李扬

敬表示，炎帝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始祖，身为“炎

黄子孙”的中华儿女应承袭祖先之遗训；公祭炎

陵也是对抗战以来众多殉国之将士的崇敬；最后，

他表示，将日本鬼子赶出我华夏领土乃国人之追

求。这次祭陵之后，薛岳留下祭祀碑文《重修炎

陵碑文》，在其中慷慨激昂地表达了对炎帝的尊

崇之意：“然犹有进者：寇犯我国，利速战速决，

而我国以持久困之，虽内外水陆运输被截断封锁，

凡可制我死命者，无所不用其极，而我国愈战愈强，

卒使寇无如我何；……岳荷炎帝余泽，捍卫湘土，

饮水不思源，何异数典忘祖乎 ? 此尤岳必立陵碑

之微意也，至若陶冶斤斧作自帝而百工始，日中

为市创自帝而商贾始，百草疗病尝自帝而医药始，

抑又以载籍无误。”[25] 碑文强调的炎帝神农氏的

历史功绩主要包括“农业立国”“陶冶斤斧”“日

中为市”“百草疗病”等，其中也表达了坚持持

久抗战、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体现了其

把炎帝的祭祀作为凝聚军民共同抗日精神仪式的

愿望。

除此之外，（重庆）《时事新报》、（香港）

《大公报》以及《前线时报》《光华医药杂志》《民

国日报》等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也先后对这次炎

陵祭祀进行了报道。由此可以看出，炎帝在抗战

时期作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为团结全国

军民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炎陵民间，老百姓都把炎帝当作始祖，也将其

看作农业神、医药神、商祖等行业保护神和雨神

进行信仰和祭祀，祭祀以求祈禳灾祭为主。这种

祭祀活动没有固定的时间。民众通过杀牲、烧香、

跪拜、表演等方式与神灵交流。他们相信，只要

得到神灵的启示，农业就能丰收，生活就能顺心

遂意，人的生老病死问题就能得到解决。1940 年，

炎陵县红虫灾害严重时，老百姓为祈求庄稼不再

遭受自然灾害，将八月十五定为民祭日。在这一

天，各乡村民联合去炎帝陵庙祭拜炎帝，请求炎

帝姥爷降福，为此，他们举行了隆重的社坛仪式

以及一连串的其他仪式。民祭的仪程比较简单，

主要为宰猪杀羊、行三献礼、读祝文。仪式结束后，

举行舞龙耍狮子活动，最后进行谒陵仪式。祭祀

的准备工作则较为繁琐，前期需选定专人去长沙

购买各种祭品，并做好匾额，还要买各种荤素贡品，

各村自行准备旗号、凉伞、布龙、统炮，等等。最后，

为表示对祭祀活动的虔诚，主祭生也都是在当地

有一定声望的人物，其中，县长也参与祭祀。这样，

这次祭祀活动就不仅仅受到普通老百姓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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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受到了地方上层人物的青睐。

（四）炎帝神话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

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

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

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6] 由多种民族文化的交融

构建出的炎帝神话及礼仪，成了连接各个民族核

心感情的文化因子，创建了代表全民族一体性的

标志性物品，强化了所有民族对于中华民族整体

观念的认识。通过祭拜的方式，各族人民向我们

的先祖炎帝表示尊敬，其对增强族群间的凝聚力、

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价值与作用。重

视炎帝神话及礼仪，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主导思想相协调。

前文已述，直到秦汉时期，有关炎帝的历史

化正统地位才开始建构。炎帝神话研究中主流观

点认为，秦汉时代的社会一体化是构建炎帝神话

主导地位的关键外部条件，而真正起作用的是中

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精神。在先秦时期，各种

学派如儒家、道家、法家都有各自的主张，从而

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地域文化格局。随着秦朝实

现国家统一，各种地域文化逐渐融合为一个整体。

到了西汉时期，这一趋势仍在延续，其进一步推

动了整个国家的文化一体化进程。在这样的政治

文化背景之下，炎帝神话也不断进行整合，炎帝

最终被塑造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神话更是

在整合建构中不断层累，成为中华民族的炎帝神

话记忆。

炎帝神话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

的重要载体，作为构建并推动我国人民团结一致

的精神力量，炎帝神话对于增强中华传统文化认

知具有重要意义；炎帝神农身上集中体现的坚韧

不拔的开拓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自强不

息的奋斗精神和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也是值得

我们传承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

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

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

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

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27] 无论

是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炎帝神话对于中

华民族来说，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其体现

的是整个国家的自发统一精神状态。炎帝神话由

汉族、土家族、白族、羌族、苗族等多民族群体共享，

无差别地融入多民族文化之中，成为区域性共识

的集体记忆，凝结着各民族的一体意识。湖南炎

帝陵祭典入选国家非遗之后，当地政府和民间人

士重新将炎帝陵祭典礼仪资源加以整合，为了能

够让炎帝陵祭典成为炎陵县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

文化记忆，其通过举办歌舞、太牢祭祀和提高祭

拜规格等措施，不断扩大炎帝陵祭典的规模和影

响，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

炎帝神话被视为后代对传统文明的回忆，它

用象征性的方式描述农耕文化的源头及发展，并

借助实际的社会文化形态强化借由炎帝符号所构

建的历史叙事，强调中华民族从炎帝时代至今延

续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记忆。这种记忆是集体

共享的，因此，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

历史进程中能够发挥特殊的作用。中国人自称炎

黄子孙，这不仅仅是对血缘种族群体的认同，也

是各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自我认知，能以

此激发人们对共同历史的记忆。西汉时期的炎帝

神话正统化建设实际上是汉族人对自己祖先身份

确认的表现，尤其是对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

人民和海外华人华侨来说，它的存在能有效地提

升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度和民族认同感。事实证明，

炎帝神话能够通过“重新想象”“再次讲述”的方法，

激活民众的民族认同感，提高其对国家与民族的

认识。炎帝神话作为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

和精神的再生模式，通过创造神圣的空间把中华

民族五千年的民族奋斗历程以神话表演的形式展

示出来，并在所有民族都有历史记载和文化认同

的基础上寻求共通的精神。

概言之，炎帝神话的多元一体建构与在地化

仪式重构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文化起源的探索、

对始祖文化认同的心理诉求，以及文化建构中的

创作理性与逻辑认同，也反映了文化认同在历史

发展中的连续性和动态性。笔者认为，炎帝神话

的研究，不仅对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具有

重要意义，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增强民族认同感、

促进文化多样性和民族团结的策略，其值得学界

高度重视和深入探讨，也相信未来这一课题的研

究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作出更大的贡献。

吴新锋，张钰青：炎帝神话多元一体建构与在地化仪式重构——以湖南炎陵县炎帝陵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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